2011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孙涤教授采访录 
    孙涤教授简介 
    经济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管理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Austin)。现任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等多个院校的兼任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会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顾问。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首席信息官、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学者。有十四本书在国内刊行；并在《南方周末》、《上海证券报》、《凤凰网》等辟有专栏传播现代管理的观念和实践。
    学生记者：金嘉捷 
    记者：近期“占领华尔街活动”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将矛头指向华尔街，美国政府，共和党，您认为这次事件的根源是什么？ 
    孙涤教授：占领华尔街其实是民意的反应，现在人们普遍对金融界人士收入那么高、给社会造成了那么大风险这一点不满，为什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成绩占GDP份额越来越大？为什么这个行业业界人士的薪水愈来愈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本来和顶尖制造业、IT业盈利相仿的金融服务业现在已经远远超过别人，美国企业利润的40%都归于金融服务。现在人们认为依据银行真正的贡献，它得到了社会上不应有的份额。占领华尔街运动里有抗争口号和诉求，但是没有明确的目标。你需要投行作出什么调整符合你的诉求？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目前的不平衡？它没有明确提出，所以运动只是愤懑情绪的发泄。 
    但是金融服务业得到了美国过去经济成长的大部分成果是不争的事实。金融服务业真正赚钱也不是商业银行对大众服务的零售业务，而是在把钱搬来搬去的过程中攫取了很多利润。比如说花旗银行，它如果有三十万的员工，可能只有两三万人是做批发业务的，而他们赚了公司70%的钱，按以前的红利计划，他们当然能拿很多钱，但问题是他们赚钱是否有根据呢？是否确实给银行带来利润？确实对社会有贡献呢？如果我分到我应有的一份，那大家没话讲，比如今天苹果电脑公司，它赚钱很多，但几乎没有听到美国人对苹果有质疑批评，他们认为它的钱是应得的，它得到利润的同时给社会带来很大效应，你拥有一个ipad，iphone很愉快。但是金融业赚钱已经延续了二十年，面对它的质疑越来越大。以至2008年金融海啸后民众直接提出挑战，你赚的钱很多，但没有给社会带出多少贡献，甚至带来很多风险！现在金融崩塌很多人失去房子、工作，自然有理由愤懑不平。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看起来是草根运动，但它背后是不是有政党的抗争对峙呢？也不是没有可能。 
    记者：    您刚才讲到的是美国的一些商业银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近十年来商业银行的发展情况，其实他们的发展也是进步很大的，像去年工商银行盈利全球第一，那您觉得未来中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要注意些什么？ 
    孙涤教授：    中国商业银行从1999年开始到我在建行服务——做首席战略顾问、研发部总经理、投行部总经理，我是一个亲历者。朱镕基在任总理的时候，世界上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表现和坏账率非常担忧，认为它简直是个黑洞，随时有崩塌的风险。但是发展到后来和大家的预测极端相反，崩塌的倒率先是美国的商业银行，包括英国、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破产也很多。中国的银行从2004年重组以后开始崛起，即便是四大银行里较差的农行，它在全世界上市的时候也是有史以来融资最多的，所以这和当初的认知是差距极大的。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后来参加建行的重组改制一直到它上市，即使是当初对建行比较了解的圈内人对建行到底值多少价值也不是最清楚。以至于在建行上市后，我们自己也没买它的股票，可以看出大家的看法也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到后来发现中国的商业银行非常的值钱，为什么？ 
    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原因，中国民众有两个特点，一是勤，所以创造了很多财富；二是俭，所以中国人的净资产相当多，中国储蓄率也很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开会讨论的——怎样增加中国的内需？这在以前的中国是好事，可现在变成突出矛盾了，我们有余财却没有很多的投资渠道，就都存在商业银行里，这给商业银行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它可以把勤俭的广大民众的积蓄用于运营，这过程中有运用得不好的，变成坏账，后来银行决定把这些坏账剥离、核销，轻装上阵地上市，然后它对社会的价值被被国际投资界慢慢认识。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它一手拿钱进来，一手花钱出去。中国银行拿钱的本事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但问题是它放钱的一只手能不能做得好。外国银行家很羡慕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储户把钱提供给你用，用低息的成本让你运营，所以商业银行也有社会责任，既然享有这么大的便利，有这么多勤俭的民众把钱信托给你，怎么把它用好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经历了过去几年，我们对风险意识要增强，痛定思痛，不能掉以轻心，走世界上顶级商业银行的老路。不要在没有很好的风险调控能力的时候，就觉得零售业赚钱不过瘾要搞创新，结果只是把风险用各种各样的名义掩盖起来，制造一个迷象，然后当中拿取快钱，炒作热钱。这些银行自己赚了钱，但万一整个体系倒了，又要政府来买单、救市。 
    现在人们的心理都是这样的。我从未听见过美国银行家说“我以前赚的钱是不应该的，我要回馈社会”。美国民众都认为这些人赚了不当的利润，也知道犯了大错，但是没人把钱吐出来的，这给社会带来很坏的效应，你用什么名义把钱骗到手就是你的。现在最优秀的毕业生哪怕不是读商业的也一窝蜂跑到华尔街，他们很快嗅到了那里赚钱最快，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扭曲，华尔街吸收了不成比例的人才。人们现在觉得没有法律强制逼迫它改，是不会改的，既然规则立不起来，就走上街头抗争，这是个很差劲的办法，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记者：您从2000年开始主持建行总行的研究开发部工作，负责市场调研及重大新产品和IT项目的开发工作，对金融产品创新和流程再造有深入的研究，您认为中国当下的金融产品创新中要注意些什么？未来的发展会有哪些挑战？ 
    孙涤教授：以前老祖宗讲中庸之道，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度，从本质来讲，掌握度很重要。在银行服务业方面，以美国、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调捷径deregulation，不要规范的约束，所以他们做了一系列的创新，有些减少了交易成本、加强资本流动从而达到有效的配置，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很多措施带有骗局性质，所以他们也在一路探索。金融创新不是发现一个微波、激光、对自然的发现，它的实质是流程再造，是游戏规则怎么定、怎样让游戏规则更合理的问题。规则如果推之过度就有问题，举个例子，本来一块钱能做一块钱的生意，输了也就是一块钱，我如果借一块钱，那就是一块钱做两块钱的生意，如果输掉一块钱，投资人债权人的钱也在里面。而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下是一块钱做十二块半的生意，这样银行不容易把全部的资本输掉，即使输掉，也有充足的自有资本来承担风险，这就比较合理。但是当你一块钱做三十块钱的生意，这就有问题了，像投行自有资本率只有3%，对冲基金是一块钱做两百块钱的生意，这意味着如果两百块里的投资有0.5%是亏损的，资本就荡然无存了，没人有能力避免这种偏差。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如果一块钱赚了五十块钱的生意，那么两百块的利润是四分之一，对于本金一块钱来说就是五十倍的利润，它用一块钱杠杆支撑五十倍利润，无论怎么大的能耐总会有闪失，尤其是当杠杆越来越扩大的时候。这个例子说明了杠杆效应不能太大，这也是银行强调要求的一个规则——做银行买卖一定要有充足的资本。 
    记者：就在昨天，欧盟峰会传出新信息：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宣布，欧盟国家将签订新的条约，强化财政纪律。您认为欧债危机的病源到底在哪里？新的条约能否真的起到强化欧盟财政管理的作用？这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涤教授：从历史上来看，欧洲发展不容易。最初是罗马条约，后来是煤钢联营，从六国扩展到十三国，现在又拉进去很多穷兄弟，包括保加利亚、波兰和一些东欧国家。成员国增加了，但是基础的制度问题却没有解决。看美国的历史，美国为什么会有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因为一开始国家、州的公共财务一直不稳定，后来中央银行集中而强有力的掌控角色就逐渐凸显出来了。但是反观欧洲的中央银行就很涣散，它没有办法责令各国政府怎么做，也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再加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规范经营能力、制度建设能力、经济活力都相差很大，一旦出现问题，就需要法国、德国买单。可买单的问题也很大，因为现在不再是冰岛出点问题，而是继希腊后，意大利、西班牙都发生问题，那么法德的人民也不愿意承受这么大的担子了，所以他们作出的承诺在法定约束力上也很差。欧盟的这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现在都在慢慢显露出来。 
    其实，欧盟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抗衡地区之间的竞争，它最初就是针对北约、华约国家的竞争而设立的。现在局势下，如果俄罗斯这边并不构成对欧洲国家的入侵压力，事实上当今是否需要这么一个大欧洲都是一个问题。当外敌对你的威胁并不是很强大，你有什么理由去维持这么一个联盟？你有什么动力？我本人对盟长期的生命力表示怀疑。而且这些国家冒风险犯了错、垮掉了，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所有人都想把烂摊子推给别人，本国民众希望别国民众来帮忙解决困难。但是你的问题凭什么我来解决呢？现在德国民众也问默克尔：意大利、希腊犯了错，你为什么要来抽我的税？我辛苦工作也不是为了他们啊。 
    现在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危险就产生了，欧洲觉得中国存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拿出来救我们一下呢？其实中国并没有钱，还有四亿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还有很多教育问题、医保问题、环境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积存的钱是可以调用的，欧洲就瞄准这点，以各种方式提出中国没有尽到国际义务。目前中国愿意承担的义务和欧盟所期望的将差很远。 

    记者：您最近也非常关注教育问题，写了一些文章评论虎妈蔡美儿的教育模式，您也说考全A不等于竞争力。在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中，分数至上的现象非常常见，您对中国的这种教育有什么看法呢？要改变这种现状，真正的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体制最应该做怎样的改变呢？ 
    孙涤教授：考试在目前中国的体制安排下还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制度。如果没有考试，社会上的公平更难维持，你现在想不出哪个阶层、哪个集团是值得信任的，当你找不到一个人来把持公正仲裁的时候，你只能通过考试这种方式了。现在各地区贫富差距、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现代国家基本是靠教育达到再分配、再平衡的，所以它并不单单是选拔人才，它也是实现社会公正性的实现方法，在分数面前一视同仁，如果大家对这个制度有公信，还是可以运作的。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相信也是workable的，如果实施推荐制度，那教授肯定会推荐自己的子女，更不用说中国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了。 
    到目前为止虽然找不到第二种方法比考试更优的，但现在中国教育也要从其他方面补足，中国的人才是工作能力有余，创造能力欠缺。当中国走到前沿、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很紧迫的情况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靠创造力，当你的创造力用考试制度扼杀掉后，会吃很大亏，真正成功、聪明的人不会把自己囚禁在体制中，他们可能不屑于做门门皆A的乖乖小孩，但他们更注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追求，到最后对人类社会最有贡献的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在商业领域，还有在艺术、科学、文学的方方面面。 
    （本文根据对孙涤教授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